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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懋元访谈视频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70周年:回顾与前瞻*
———潘懋元先生专访
潘懋元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厦门 361005)
访谈整理:蔡宗模，朱乐平，张海生
摘 要:潘懋元先生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70 年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后 7 年、从“教育大
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的 22 年和改革开放至今 3 个阶段。70 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了
巨大成就，规模大发展、人才培养多元化，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已成为世
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正在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70 年的经验也告诉我们，要按教育规
律办教育。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潘先生认为，应坚持依靠教师，深化内涵式发展;应
统筹协调，激发各级各类高校的办学活力;要与时俱进，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道路;
要根据中国国情，重视高等教育学一级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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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是新中国诞辰 70 周年，《重庆高教研究》拟推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第一代教育家
学术脸谱”专题，对老一代教育家进行系列专访，系统展示新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成就与经验，
也为中国教育学留下一份珍贵的史料。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奠基人和开创者，潘懋元先生从
教 80 余年，拥有丰富的高校教学与管理经验。可以说，潘先生既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70 周
年的见证者，又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70 周年的实践者，对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有独
到的认识和体验。
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分期
蔡宗模:尊敬的潘先生，您好!获悉您刚刚结束两个博士生班级的第二轮授课，身体正在调
理中，我们非常荣幸得到您的同意，接受我们的访谈。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回头审视，您认为新中
国高等教育 70 年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与以“文革”和扩招两个节点的划分是否有所不同?为
什么?
潘懋元:1941 年，我考入厦门大学。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就已经在大学里面当助
教。我经历了新中国 70 年的变革与发展。学界一般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等教育划分为几个
阶段，划分依据不外乎以下几个:1949 年新中国建立、1966 年“文化大革命”、1978 年“改革开放”
和 1999 年“高校扩招”。“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个重要节点，以前的教育史就以此为界，将新中
国高等教育分为 3 个阶段，即“文化大革命”前 17 年、“文化大革命”10 年和“文化大革命”后。
按照这个划分，我们现在就属于“文化大革命”后时期。这有一定道理，但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发展的实际不尽吻合，容易忽视新中国成立之初模仿苏联建立新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 7 年，并与
之后 10 年的“教育大革命”———其实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扯到一起。此外，1999 年高校大扩
招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新的历史阶段，即改革开放至今。与前面两个阶段不在一个层次
上，不应该与前者并列。
蔡宗模:依据您的认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 70 年应该怎么划分呢?
潘懋元:从大的分界来说，我认为应该分为 3 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后 7 年，学苏
联;第二个时期是从“教育大革命”到“文化大革命”，共 22 年;第三个时期是改革开放至今。第
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 7 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是学习苏联、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高等
教育体制的 7 年。当然，学习苏联存在某些问题，学界也进行了很多批判。但是对当时来说，毕
竟在这 7 年间，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已经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总是要
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教育体制的。所以，在这 7 年里面，跟新中国成立前不同，比如说设
置专业，按专业培养专门人才，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也为当时苏联援建的 57 个重大工
业项目培养一批人才奠定了基础。尽管它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现在很多
老一辈的人才还是那个时候培养的。第二个阶段，一般是以“文革”为标志，划定为“文革”中间
10 年，其实不对。新中国成立 7 年后，也就是从 1957 年“反右运动”开始，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
了像“文革”那样的破坏性时期，只不过那个时候不叫“文革”，而叫“教育大革命”。在“三面红
旗”①之下，高等教育界开始搞“教育大革命”。这个“教育大革命”就像“文革”那样，大家都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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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三面红旗”。
书了，都上山下乡，去炼钢铁。在我印象中，最少的一年我们只上了 40 多天课。所以，破坏性并
不只是“文革”10 年，应该是 20 多年，一直到“文革”结束，即从 1957 年“反右运动”到“文革”结
束，前后大约持续了 22 年，整整耽误了一代人。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至今。改革开放以
来，以 1999 年“扩招”作为一个时间节点，又可以分为改革发展初期和大众化时期两个阶段。这
是我的主张，也是我的经历。因为我在这里(厦门大学)77 年，从新中国成立前到现在都在大学
里面。后来，我被借调到北京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又作为干部下放到干校劳动，但大体上都没
有离开厦门大学。
二、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成就与经验
蔡宗模:作为新中国 70 年的亲历者和高等教育学的创建者，您认为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实
践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
潘懋元:在新中国成立前，在校大学生规模最多的 1947 年是 15． 5 万。15． 5 万是一个什么
概念?还不到我们现在在学博士生 36． 2 万的一半!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即将迈入普及化阶段。
从高等教育规模或量的发展上，新中国的 70 年，高等教育规模实现了大发展，超越美国，成为世
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国。所以第一个成就就是规模大发展。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也就为经济社会的
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另一个成就是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也更加多元化，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
展的需要。当时，我们培养的大学生大都是学术型人才，但是社会建设不仅需要科学家，更需要
大批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应用型人才。经济社会发展没有大量的应用型人才行吗?1 个科
学家要 10 个工程师，1 个工程师需要 10 个技师，就是技能型的人才。我们既要有科学家，还要
有大国工匠，所以看问题要全面。在 1998 年开始准备大众化的时候，我提出一个观念———质量
多样化，即不能用一个单一的标准来衡量质量。过去我们常常看不起那些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高
校，就是用单一的、用培养研究型大学毕业生的标准来评价他们。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都是研究
型高校的毕业生，哪来生产一线的技术人才?学术水平与动手操作能力孰优孰劣，不能用一个质
量标准来评判。现在我们还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观点:现在大学生的质量不如以前的高。我认为，
这是一种“代沟”的看法。需要明确的是，我们那个时代学的什么东西?现在大学生学的什么东
西?事实上，我们那一代还不如现在的大学生。在智能化时代，还能用过去的标准去衡量他们
吗?历史上常常有这种思维:这一代人总是看不起下一代人，这是个世界性的问题。曾经，美国
的老一辈把青年一代看作是“垮掉的一代”，有没有垮掉?没有垮掉，而且他们干得比你还好。
所以，不应该站在当前阶段去看年轻人。如果要看的话，应该看到年轻人比我们更厉害之处———
智能化时代和网络时代的年轻人确实比我们厉害。
蔡宗模: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实践走过哪些弯路?有什么值得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潘懋元:主要的经验就是要按照教育规律办教育，不能违背教育规律办教育。实际上，在高
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进程中，中国高等教育也走了弯路。高校大合并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当时的
高校合并很严重。比如，地方高校的合并，是将几个学校合并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大学校。比较
典型的就是，吉林大学由原吉林大学、吉林工业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长春科技大学和长春邮电
学院合并，变成全中国最大的一所大学。有人戏说，美丽的长春市坐落在吉林大学校园中。我不
是很赞赏，世界知名的大学不一定都是规模很大的，比如美国的许多高校到现在也就两三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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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但是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不乏诺贝尔奖获得者、商界精英等。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把一些行
业特色的学校都改为学科齐全的大学，存在遗憾。现在，原来的行业特色型学校还在组织一个行
业特色型高校协作会。但现在很多高校变成了综合性的院校，把它的优质资源分散了，很可惜。
所以，他们现在考虑协作，考虑保留特色，农业院校就认真搞农，师范院校就认真培养教师。
三、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未来展望
蔡宗模:基于历史经验和高等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请您展望一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愿
景，并对当前的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潘懋元:我们现在已经是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以前中国排第四、第五、第六，落后于印
度、俄罗斯等国。20 世纪 90 年代，我们就已经把俄罗斯甩在了后头，把印度甩在了后头，现在连
美国也被我们甩在了后头，但是现在还不是高等教育强国。要成为高等教育强国，有很多工作要
做，下面着重谈四点。
第一，坚持依靠教师，深化内涵式发展。这些年来我们都是在制度上面完善，没有深入到真
正培养人才的内涵上去。内涵包括哪些内容?第一课程，第二教学，第三是师资。因为课程与教
学都要靠教师来做，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教师。近些年，教育部要求各个大学都要搞教师发展中
心，现在全国大多数高校都已经成立了教师发展中心。当然有的搞得好，有些搞得不太好。内涵
式发展必须依靠广大教师。我们现在提出培养“双创型”人才，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没有
教师教育和教师的发展，这些都是空谈。
第二，激发各级各类高校的办学活力。2017 年 11 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主
要的观点是把“双一流”的这种精神泛化到各级各类学校中去，不能把“双一流”建设停留于少数
几所重点大学，或者说原“985工程”“211工程”高校。更需要强调的是，各级各类学校都应该有它
的“一流”，让大家都有积极性，不能用一个标准，要有各种标准来激发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活力。
第三，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道路。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尊重中国的传统，但是不能够只
是按照中国的传统来办教育，应该广泛地吸取其他国家办教育的经验和优点，还要尊重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所提出来的一些国际理念。具体来说，要传承和维护中国的传统，但是不能死搬硬套中
国的传统文化。比如高考，中国的高考受科举制度的影响，科举制是把人的脑袋捆在一起，现在
我们高考也是把人的脑袋捆在一起，所以现在高考要改革，困难很多。科举制度在一千多年前创
建初期有其进步之处，通过科举考试而不是门阀，把有才能的人扩充进官僚队伍。但是科举制为
什么从进步走向灭亡?因为它阻碍了中国的文化发展、阻碍了中国的科学发展，因为它把年轻人
都赶到这条道上，而且考试范围越来越狭窄，仅限于朱熹注解的四书五经。所以，事物不改革，往
往会走向毁灭。我们现在开始重视传统文化，但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比如，学习孔子思想之
时，要很好地继承孔子的“时中”精神。孔子为什么是“时中之圣”?所谓“时中”，就是适应时代
的发展，与时俱进。所以，尊重传统，不能够拘泥于传统。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要重视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所提出的教育发展愿景———可以说是全球达成的一个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四
大发展理念:第一是全纳;第二是公平;第三是有质量;第四是终身学习。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世
界性的教育理念，我们应该充分学习借鉴。这样，当我们的经济已经在世界上取得发言权的时
候，我们的教育在世界上也应具备自己的鲜明特色和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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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推进高等教育学一级学科建设。当前，教育部只承认一级学科，评什么东西都看一级
学科，拨款也按照一级学科。教育学分化成 3 个一级学科，一个是普通教育学，一个是体育学，一
个是心理学。高等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跟普通教育不同。但高等教育学现在只是一
个二级学科，当然在高等教育学还没有成为一个学科之前，能够得到二级学科也是好事。大家可
能不知道，国外没有高等教育学这个学科，但不能说国外没有我们就不能有，国家不同，国情不
同。高等教育学成为二级学科后，我们就可以招生、培养研究生、开展研究，现在全国有 20 几个
博士点、100 多个硕士点。现在一些中国学者缺乏自信心，有学者问我:“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何时
能建立自己的学派?”我说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已经有自己的学派，现阶段已经是如何去更好地国
际化，在国际教育发展上有中国高等教育的话语权，把中国的教育学派做得更好、发展得更好的
时候。现在就是考虑如何从现代学科建设方面去行动，它涉及一个建设标准问题。但现有标准
是谁设立的，都是人家设立的，虽然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标准，自己特定的研究
对象，要有跟其他学科不同的东西，有自己的特色，还要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物理学有物理学
的研究方法，化学有化学的研究方法，生物学有生物学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也有自己的研究方
法，比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管理学的研究方法，有些方法教育研究也可以使
用。我认为，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要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可以用量化研究，也可以用质性研究，
可以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为什么要把自己圈在一种研究方法里面呢?
蔡宗模:谢谢潘先生接受我刊访谈!敬祝潘老身体健康，学术常青!
(责任编辑 蔡宗模 张海生)
Ｒ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70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Ｒeform and Development: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Pan Maoyuan
PAN Maoyu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Mr． Pan Maoyuan divided China’s 70 years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
ment into three stages:seven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22 years from the“Great Educa-
tional Ｒevolution”to the“Great Cultural Ｒevolution”and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present．
Over the past 70 years，China’s higher education has made tremendous achievements，with large－
scale development，more diversified personnel training and more adaptable to the need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hina has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country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is mov-
ing towards a powerful country in higher education． Seventy years’experience also tells us that we
should run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education． For the future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Mr． Pan believes that we should adhere to relying on the teachers to deepen the connotative develop-
ment，coordinate and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all kinds of universities at all levels，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higher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level disciplin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Key words:China’s higher education;higher education;70th anniversary;a big country of
higher education;a power country of higher education;law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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